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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 

高可翔  汤煜尧  张岳瑶  张丹丹 

(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 成都 610066) 

摘  要  内隐情绪调节是个体在无意识监督或不具有明确的情绪调节意图下改变情绪的过程。与外显情绪调

节相比, 内隐情绪调节对前额叶执行控制系统的依赖度更低。本文在已有的内隐情绪调节二分类基础上, 提出

了新的三分类理论框架, 将内隐情绪调节分为：自动化、任务附加型、内隐目标驱动三个内隐情绪调节种类。

其中, 自动化内隐调节以恐惧消退为代表, 依赖腹内侧前额叶直接调控杏仁核; 任务附加型调节发生在情绪

标签、情绪 Stroop 等任务中, 外侧前额叶通过认知控制系统, 在任务执行过程中附带地调节情绪; 内隐目标驱

动型调节则通过启动或内隐训练, 激活内隐情绪调节目标追求, 既可借助腹内侧前额叶实现自动化调节, 又

可在一定条件下调用外侧前额叶的认知控制功能实现受控情绪调节。神经调控研究证实, 腹内侧前额叶是内

隐情绪调节的关键性因果脑区, 其功能增强有望改善抑郁和焦虑患者的内隐情绪调节能力。本文提出的三分

类理论框架突出了内隐情绪调节的多样化机制, 拓展了情绪调节理论的动态性理解, 同时也为情绪障碍患者

的临床干预提供了有潜力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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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绪调节是指个体影响自己拥有什么情绪、

什么时候发生情绪、如何体验与表达情绪的过程

(Gross, 2015)。成功的情绪调节是维持身心健康以

及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Aldao et al., 2010; Gross 

& John, 2003)。在临床实践中, 持续受到负性情绪

困扰且无法有效调节情绪, 被认为是抑郁和焦虑

等情绪障碍患者的主要特征(Joormann & Stanton, 

2016; Liu & Thompson, 2017)。以往大部分研究关

注外显性的情绪调节(ex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Gao et al., 2022; Konrad et al., 2025; Lincoln et al., 

2022)——由明确的想要改变情绪的目标导致的

情绪调节过程。在实际生活中, 情绪持续存在并

不断波动, 但无论是有意识地发起还是主动维持

情绪调节, 都依赖自上而下的认知控制机制, 持

续进行这类情绪调节会造成认知资源的大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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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ri et al., 2016; Li et al., 2023, 2024; Li et al., 

2025; Pruessner et al., 2020; Tang et al., 2025), 进

而导致机体处于疲劳状态。事实上, 多数情况下

情绪的改变不以主观意愿和努力为导向, 而是以

更具适应性的方式进行, 这其实就是内隐情绪调

节(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在发挥重要作用。

不同于外显情绪调节, 内隐情绪调节是不伴随明

确情绪调节目标的一大类改变情绪的方法, 其发

生不易被察觉、执行过程隐蔽, 且其认知神经机

制尚不明确。 

大量研究证实, 内隐情绪调节能有效调节负

性情绪体验及相关的生理反应和行为表现, 并在

情绪障碍的临床干预中有重要的作用(见元分析: 

Dalton et al., 2025)。与需要意识监管和付出意志

努力的外显、主动情绪调节相比, 内隐情绪调节

可避免意识监管和认知资源损耗带来的不良反

应,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具有优势。例如在不习惯

认知重评的个体中 , 内隐认知重评的效果更好

(Gao et al., 2024; Williams et al., 2009); 个体在愤

怒时追求情绪的发生和表达, 这与下调情绪的目

标相悖, 此时内隐情绪调节可避免情绪调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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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个体主观意志的冲突, 更易实现情绪调节的执

行 , 达成降低愤怒情绪的目标 (Mauss et al., 

2007b); 在风险决策和数学学习等复杂任务中 , 

需要认知监管的情绪调节会影响当下任务的表现, 

产生不适宜的行为后果, 而内隐情绪调节在有效

调节情绪的同时可以较少影响进行中的任务(Yang 

et al., 2015; Yuan et al., 2019; Zhu et al., 2022); 在

调节高强度负性情绪时, 内隐情绪调节相比外显

情绪调节可以更有效下调负性情绪主观报告和相

关脑电指标(Zhang, Li, et al., 2023); 对抑郁和焦

虑等精神疾病患者而言 , 认知控制资源的受损

限制了外显情绪调节特别是认知重评的实施 , 

但内隐情绪调节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

(Dalton et al., 2025; Li et al., 2023; 莫李澄 等, 

2021; Yuan et al., 2022; 张丹丹, 李思瑾, 2024)。

例如, 内隐启动(priming)的认知重评策略可以帮助

抑郁症患者下调消极情绪相关的晚期正成分(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 Yuan et al., 2022), 也可以

使焦虑被试的情绪评分更积极(Gao et al., 2024)。 

综上, 考察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可

深化情绪调节理论, 并为临床情绪障碍患者的治

疗提供指导。本文首先提出内隐情绪调节的三分

类, 并以此为框架介绍内隐情绪调节的脑成像和

神经调控研究发现, 最后阐述内隐情绪调节对临

床治疗情绪障碍的应用前景。 

2  内隐情绪调节的三分类 

从认知机制上看, 内隐情绪调节涉及多种无

意识的认知过程, 其中既包括完全自动化的调节

方式, 也包括通过自上而下认知控制实现的调节

方式。Gyurak 等(2011)提出的“双过程框架”, 首次

将情绪调节分为两类(外显和内隐), 认为内隐情

绪调节由情绪刺激自动启动, 无需意识监管, 执

行过程不被觉知, 这强调了内隐情绪调节相比于

外显情绪调节具有自动进行的特点。Braunstein

等(2017)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情绪调节目标”维度, 

提出“多维框架(multi-level framework)”, 认为情

绪调节是一个实现情绪调控目标的过程, 因此情

绪调节目标的“外显”和“内隐”, 以及情绪调节执

行过程的“受控”和“自动化”是两个正交的维度

（图 1A）, 而内隐与外显情绪调节的主要区别在

于前者无明确的调节目标。此外, 还有部分文献

对情绪调节分类框架进行了相关论述(Koole & 

Rothermund, 2011; Koole et al., 2015; Mauss et al., 

2007a)。多维框架首次将内隐情绪调节细分为“内

隐自动化”和“内隐受控”两个子类。其中, 内隐自

动化的情绪调节不涉及主动调控, 情绪变化伴随

情绪学习/价值更新的过程而发生, 经典的例子为

恐惧消退(fear extinction)。内隐受控的情绪调节则

需要主动控制的参与, 经典的例子为情绪 Stroop, 

任务本身并不要求个体调节情绪, 但由于任务中 

 

 
 

图 1  内隐情绪调节的分类。A.本图改编自情绪调节领域著名学者 Gross 提出的情绪调节多维框架, 它将内隐情绪调

节分为“内隐自动化的情绪调节”和“内隐受控的情绪调节”两类(Braunstein et al., 2017)。B.本文提出的内隐情绪

调节三分类框架, 包括“自动化的内隐情绪调节”, “任务附加型内隐情绪调节”和“内隐目标驱动的情绪调节”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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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具有情绪信息的材料, 使这些任务的执行

可以附带情绪改变。 

尽管多维框架(Braunstein et al., 2017)加深了

我们对情绪调节、特别是内隐情绪调节的理解 , 

但其对情绪调节的划分是静态的, 缺乏对动态变

化的考量。实际上, 目标和过程维度均存在动态

的变化。在目标维度, 情绪调节的目标可以通过

启动的方式从外显转为内隐。在过程维度, 认知

控制的介入程度会因情境改变和个体的主动调整

而 动 态 变 化 。 例 如 执 行 意 图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这种情绪调节方式, 它指在预先计划好

“何时”、“如何”实现某种情绪调节目标后, 个体形

成“如果…..就……”的执行模式, 当条件满足时即

自动执行以实现情绪调节目标(Gallo & Gollwitzer, 

2007; Gallo et al., 2009; Webb et al., 2012), 这一

过程就是从受控过程到自动化过程的转变。此外, 

外部反馈或情境线索的变化还会导致某些习惯性

执行的自动化过程向受控过程转变 (Hikosaka & 

Isoda, 2010)。 

因此, 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在多维框架对内

隐情绪调节二分类的基础上, 将执行过程维度具

有动态变化特征的内隐情绪调节单独划分为一类, 

本文称之为“内隐目标驱动的情绪调节”。这其中

最典型的例子是内隐目标追求 , 后者常以启动

(priming)的方式内隐地诱发情绪调节目标, 实现

无意识的情绪调节。 

如图 1B 所示, 本文依据调节过程的受控程度, 

将内隐情绪调节划分为：自动化内隐情绪调节(自

动化为主), 任务附加型内隐情绪调节(受控为主), 

和内隐目标驱动的情绪调节(可动态变化)。 

3  内隐情绪调节的脑成像研究发现 

多个情绪调节神经模型(Dixon et al., 2017; 

Etkin et al., 2015; Ochsner et al., 2012; Phillips et al., 

2008; Rive et al., 2013; Silvers & Moreira, 2019; 

Smith & Lane, 2015)指出, 情绪调节通过调控脑

区对情绪生成脑区(杏仁核等)进行调控实现(莫李

澄 等, 2024a, 2024b)。调控脑区由认知控制脑区

和自动化调节脑区组成。其中认知控制脑区包括

辅助运动区, 前辅助运动区和额顶控制网络, 这

后者又包括背外侧前额叶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 腹 外 侧 前 额 叶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VLPFC)和顶叶皮层。而自动化

调 节 脑 区 则 包 含 腹 侧 前 扣 带 回 皮 层 (ven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腹内侧前额叶(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 海马(hippocampus) 

及海马旁回(para hippocampal gyrus)等区域。不同

内隐情绪调节过程对认知控制的依赖程度存在差

异(Braunstein et al., 2017), 提示其所涉及的调节

机制与神经通路的多样性。本节结合脑成像研究, 

探讨不同内隐情绪调节类型的认知神经机制。 

3.1  自动化的内隐情绪调节 

自动化的内隐情绪调节不依赖明确的调节意

图启动、不涉及主动的加工过程, 情绪改变通常在

经验学习和价值更新过程中发生(Braunstein et al., 

2017; Etkin et al., 2015)。其特点和优势在于以不

消耗认知资源的方式作用于情绪过程, 无需调用

注意和前额叶认知控制资源, 从而减少了与客观

情境或主观意志之间的潜在冲突, 情绪调节发生

得更“自然”, 调节过程具有高度的适应性与稳定

性, 并能产生持久的调节效果。但缺点是缺乏意

识监管, 难以进行外部操纵, 当此类内隐情绪调

节发生障碍时, 难以被识别和干预。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恐惧消退, 它指通过反

复 呈 现 习 得 的 条 件 性 恐 惧 刺 激 (conditioned 

stimulus, CS), 但不再伴随电击、噪声等无条件刺

激(unconditioned stimulus, US), 使原有条件性恐

惧反应逐步削弱甚至消除(Dunsmoor et al., 2015; 

Maren & Holmes, 2016; Zabik et al., 2023)。在此过

程中, 个体未对情绪进行有意识的操控, 但他们对

条件化刺激的情绪反应却被改变了(Velasco et al., 

2019)。其认知机制是：当个体多次在安全环境中

接触原先引发恐惧的线索而未遭遇任何伤害时 , 

最初习得的“恐惧”联结会逐步减弱, 取而代之形

成新的安全记忆, 从而在后续遇到同样线索时情

绪反应显著降低。恐惧消退具有典型的抑制性学

习特点。不同于直接消除原有记忆痕迹, 消退更

多被认为是形成了一个与最初恐惧记忆竞争的新

记忆, 个体学习到原先预测威胁的线索在当前情

境下不再伴随危险。因此, 消退后的 CS− “安全”

联结会与原有的 CS−US 恐惧联结并存, 并在适当

条件下抑制恐惧反应的表达(Kalisch et al., 2006)。

这一抑制性过程处于内隐水平, 无需意识参与。 

除了恐惧消退 , 强化物重评估 (reinforcer 

revaluation)也属于自动化的内隐情绪调节。该过

程通过改变刺激所关联结果的价值, 从而间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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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情 绪 反 应 。 常 见 实 验 范 式 包 括 结 果 贬 值

(reinforcer devaluation) 与 结 果 夸 大 (reinforcer 

inflation)。在结果贬值实验中, 个体先建立刺激−

结果关联(如 CS−食物), 随后通过降低结果的情

感价值(如引发厌恶或饱腹)来削弱对原刺激的反

应。在结果夸大中, 则通过提升结果显著性(如加大

电击强度、增大奖励)来增强情绪反应。尽管个体

并未主动调节情绪, 但其对刺激的反应却因结果

价值的更新而发生改变(Bouton, 2024; Morrison & 

Salzman, 2010)。因此, 恐惧消退与强化物重评估

作为自动化内隐情绪调节的两个典型, 分别代表

了负性情绪反应的“去条件化”和情绪价值的“重

新编码”。这种通过反复施加刺激以达到对情绪性

刺激的习惯化/适应的调节机制是跨物种存在的, 

具有高度适应性, 是暴露疗法等临床干预的核心

原理(Herrmann et al., 2017)。 

从脑成像研究来看, 自动化内隐情绪调节机

制涉及多个关键脑区的协同作用, 包括杏仁核、

海马和 VMPFC。首先, 杏仁核在情绪表征的存储

和情绪表达中起关键作用, 例如在恐惧和强化物

初始评估中存储 CS 与其他刺激的联结, 并通过

向下投射至脑干, 驱动生理反应(Braunstein et al., 

2017)。在恐惧消退过程中, 杏仁核同样参与新的

安全联结的学习(Li et al., 2011)。而 VMPFC 负责

调控杏仁核活动并更新刺激的情绪价值(Motzkin 

et al., 2015; Roy et al., 2012)。不少研究发现

VMPFC 的活动会伴随恐惧消退而增升(Cremers 

et al., 2021; Gottfried & Dolan, 2004; Phelps et al., 

2004; Wik et al., 1997)。例如, VMPFC 在恐惧消退

记忆的巩固和提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成功

的恐惧消退后, 当个体再次接触原先的威胁线索

时, VMPFC 的激活能促进对消退记忆(即安全记

忆)的提取, 从而抑制杏仁核的恐惧反应, 降低个

体的恐惧体验, 且 VMPFC 的激活水平与杏仁核

的 反 应 强 度 呈 负 相 关 (Bukalo et al., 2015; 

Sotres-Bayon & Quirk, 2010)。与杏仁核不同, 海

马主要提供情境相关信息以调节情绪反应。例如

在恐惧消退过程中, 它编码消退发生的环境背景, 

从而使得对安全记忆的检索具有情境依赖性

(Brown et al., 2025; Goode & Maren, 2019; 

Lonsdorf et al., 2014)。当个体处于与消退学习相

同的情境时, 海马激活能促进 VMPFC 对安全记

忆网络的调用 , 成功抑制杏仁核启动恐惧反应 ; 

但如果情境改变 , 海马对原情境的编码不再匹

配, 消退记忆的提取受阻, 杏仁核对恐惧记忆的

表 达 将 再 次 占 据 上 风 , 导 致 恐 惧 反 应 恢 复

(Kalisch et al., 2006)。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脑区间

的互动模型：在消退回忆测试中, VMPFC 与海马

通常表现出正相关的同步激活, 且这种网络激活

水平越高, 个体的恐惧抑制效果越好。相反, 在恐

惧恢复时则观察到杏仁核和海马活动增强并伴随

VMPFC 的活性减弱(Zabik et al., 2023)。 

总之 , 自动化内隐情绪调节无需意识介入 , 

也不依赖认知控制资源投入, 而是通过反复的环

境暴露, 自发地改变情绪反应的情绪调节过程。

在此过程中, 个体并未主动调控情绪, 但其情绪

反应却得以有效抑制并长期维持, 这凸显出该类

调节形式在适应性、稳定性与能耗效率上的优势。

从进化角度来看, 这一机制是情绪系统在无意识

层面由经验驱动的精细调控能力。因此, 自动化

内隐情绪调节不仅是一种低成本的调节方式, 更

可能代表情绪系统内源性调节能力的基本形态 , 

对理解情绪调节的进化基础与设计临床干预方案

具有理论价值。 

3.2  任务附加型内隐情绪调节 

与自动化调节相反, 任务附加型内隐情绪调

节需要依赖认知控制, 此过程中情绪调节的实施

并非出于特定的调节目标, 而是在执行其他任务

(如认知抑制、冲突监测或判断性操作)的过程中, 

通过激活自上而下的认知控制无意识地产生情绪

反应的改变。这种 “附带性的情绪调节”过程, 其

核心并不是有目的的调节情绪, 而是情绪调节作

为任务执行过程的副产品, 展示出明显的任务依

赖性和功能导向特征(Lieberman et al., 2007)。 

典型的任务附加型内隐情绪调节出现在情绪

标签 (affective labeling)、情绪 Stroop 以及情绪

Go/No-go 任务中。在这些范式中, 个体的目标和

任务不是主动调节情绪 , 而是完成诸如快速反

应、语义判断或抑制无关刺激等认知任务。例如, 

情绪标签任务要求被试针对当前呈现的负性图片

内容, 从两个词中选择一个更适合的词, 也就是

给当前经历的情绪打一个标签。在这些范式中 , 

任务所携带或伴随的情绪性反应与任务目标无

关 , 但会干扰任务表现 (例如干扰语义加工或抑

制控制 ), 此时被任务激活的自上而下的前额叶

认知控制系统, 会对这些进行附带性调节。这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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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既不是出于个体有意识的调节意图, 也不以改

变情绪为直接目标, 而是在保证任务顺利完成的

同时, 通过自动压制或屏蔽干扰性情绪信息, 实

现一种资源优化的适应性调节过程。从适应性视

角来看, 当情绪刺激干扰认知任务时, 调节过程

作为一种隐性资源管理策略被动激活, 从而实现

对情绪输入的快速过滤和功能性压制, 其本质在

于维持认知系统的稳定性和高效性, 而非直接改

变情绪状态。 

脑成像研究发现 , 在情绪 Stroop 和情绪

Go/No-go 等范式中, 个体需专注于任务本身(例

如忽略情绪词汇并命名表情, 或在看到恐惧面孔

时做出按键反应), 尽管任务目标并不涉及情绪调

节意图 , 但却在任务执行中激活了 DLPFC、

VLPFC 等认知控制相关脑区, 这些脑区在完成认

知 任 务 的 同 时 还 附 带 调 节 了 情 绪 反 应 脑 区

(Ochsner & Gross, 2005)。此外, 语义判断类范式

中也体现出类似的内隐情绪调节效应。例如, 情

绪标签任务要求个体在面对情绪面孔时选择合适

的语义标签(如“恐惧”), 尽管该任务不涉及显性

的情绪调节目标, 但标签选择过程本身已激活了

VLPFC 等认知控制脑区, 因此可以有效抑制情绪

反应 , 降低杏仁核活动和主观负性情绪体验

(Burklund et al., 2015; Cohen & Lieberman, 2010; 

Kerns et al., 2004; Payer et al., 2012; Townsend et al., 

2013)。因此, 外侧前额叶对此类内隐情绪调节具

有重要作用。 

总之, 当认知任务中包含与任务目标无关的

情绪干扰信息时, 任务本身激活的前额叶认知控

制网络会以附带性的方式调节情绪反应。这一过

程既确保了任务本身的顺利完成, 同时又通过抑

制杏仁核等情绪产生脑区的活动, 有效改变了情

绪反应。该内隐调控机制强调了情绪系统在服务

更高阶认知目标时所展现出的资源优化与功能性

抑制特征。 

3.3  内隐目标驱动的情绪调节 

与前两种明确的自动或受控的情绪调节不同, 

内隐目标驱动的情绪调节展现出从依赖认知控制

到自动化执行之间动态切换的潜力。涉及到的认

知机制主要是内隐目标的实现过程, 当情绪调节

目标被内隐植入/激发后, 便可在无意识状态下影

响后续对情绪刺激的加工方式, 促使情绪反应朝

向目标一致的方向转变, 这一现象即被称为内隐

目标追求 1。在目标维度, 内隐目标驱动的情绪调

节与外显受控情绪调节的区别在于, 调节目标由

外显转为内隐(Gyurak et al., 2011; Mauss et al., 

2007b)。在过程维度, 目标驱动的内隐情绪调节的

发起和执行不依赖即时的有意识决策, 无需持续

调用认知资源, 因此产生较少的认知负荷, 同时又

可通过控制情景等方式操纵其发生, 与完全自动

化的过程存在一定区别(Braunstein et al., 2017)。 

最常见的内隐目标驱动方式是通过启动, 激

活情绪调节目标, 诱发内隐目标追求过程。例如

通过句子整理任务或词汇匹配任务, 要求被试将

一组打乱顺序的词组装为通顺的句子或从两个备

选词中选择一个目标词的近义词, 在这一过程中, 

个体在不具备明显调节意图的前提下, 被动接触

和加工与调节相关的语义线索(如“保持冷静”或

“积极面对”), 自动激活相应的调节目标, 诱发后

续的情绪调节。此外, 内隐目标驱动的情绪调节

可以在情绪产生的早期发挥作用。例如, 在情绪

刺激呈现之前短暂地启动调节相关线索, 被试在

情绪加工早期阶段即表现出神经反应的改变, 例

如, 与面孔情绪加工相关的 N170 成分幅度明显

增强(Liu et al., 2018), 或与早期注意相关的 P1 成

分幅度降低(高可翔 等, 2023)。这些证据表明, 内

隐目标的启动在情绪反应完全形成前即已开始调

节过程。 

内隐目标驱动的情绪调节能在缺乏明显意图

的前提下, 根据被启动的调节目标, 以低认知负

荷的方式实现对情绪反应的调整。系列脑成像研

究表明, 这一过程既表现为情绪加工脑区的广泛

抑制, 也伴随调控相关脑区的选择性激活。例如, 

Zhang 等(2020)采用情绪调节语义启动范式考察

社会性习得恐惧, 发现在内隐调节条件下, 杏仁

核等情绪加工脑区的激活显著降低, 而 DLPFC 和

背侧前扣带回等执行控制脑区则未出现明显激活

增强, 表明内隐调节此时无需依赖高认知成本的

执行控制实现。此外, Xie 等(2019)采用情绪调节

词汇的阈下呈现范式发现, 即使在仅 33 或 50 ms

的内隐启动条件下, 情绪抑制词也能降低个体对

负性刺激的情绪反应, 且此时 DLPFC 与 VLPFC

                     

1 注：早期研究并未将情绪调节目标和执行过程区分开 , 

故有时又称为自动化目标追求(automatic goal pursuit; Custers 

& Aarts, 2010), 本文已规范定义, 称之为内隐目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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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活显著低于外显调节条件, 表明内隐调节无

需 显 著 消 耗 认 知 资 源 即 可 实 现 有 效 调 节 。

Wyczesany 等(2021)则发现, 当个体在无意识状态

下被诱发出自我控制或重评目标后, 负性情绪刺

激引起的视觉皮层、杏仁核等情绪加工脑区的激

活显著降低 , 表明情绪反应被有效抑制 , 同时 , 

DLPFC 等认知调控区域的活动增强, 提示内隐目

标也能通过认知控制通路实现对情绪的下调。而

Wang 等(2017)采用前置描述范式, 在每张负性图

片呈现前, 会提前呈现一个以积极视角重新解释

图片内容的语句, 从而在无显性调节指令的前提

下, 内隐地诱发个体对即将呈现的负性信息进行

认知重评。结果同样发现与负性描述条件相比 , 

内隐情绪调节条件下 DLPFC 等调控脑区激活, 伴

随杏仁核激活减弱及前额叶和边缘系统间的负性

功能连接增强, 印证了内隐目标也可动员自上而

下的调控通路以实现情绪调节。类似的, Zhang 等

(2021)使用前后掩蔽技术, 仅以 20 ms 的时长呈现

情绪调节目标词。结果发现, DLPFC 激活增强, 且

激活水平与调节效果呈正相关, 同时, 在进行急

性锻炼增强了 DLPFC 的激活之后, 再次重复上述

任务, 内隐情绪调节的效果进一步增强。这种现

象反映出内隐调节机制能根据外部环境和认知资

源的动态变化灵活调整其调控策略, 从而在不同

情境下以最低成本实现最佳的情绪调节效果。 

我们认为 , 内隐目标驱动的情绪调节是介

于经典的“认知控制”与“自动化反应”二元划分

(Braunstein et al., 2017)之间的情绪调节模式。该

机制体现了情绪调节系统在进化过程中达成的

一种适应性平衡优化——在资源有限的环境条件

下, 既能维持个体对情绪刺激的灵活应对, 又能

避免因持续占用认知资源而带来的高成本, 并对

外部情境和内部资源状态变化具有高度敏感性。

这种兼具 “目的性” 与 “自适应性” 的动态运作

模式不仅扩展了我们对情绪调节理论的传统认识, 

也揭示了人类情绪系统在复杂生态情境中长期适

应压力环境、快速有效管理情绪反应的核心进化

优势。 

本节系统梳理了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

制, 明确了自动化、任务附加型和目标驱动三种

内隐调节所涉及的关键脑区和神经通路。最极端

的, 自动化的内隐情绪调节直接由 VMPFC 调控

杏仁核, 几乎不依赖外侧前额叶的认知控制功能, 

相反, 任务附加型情绪调节由外侧前额叶直接调

控(Etkin et al., 2015)。介于这两类调节之间, 内隐

目标驱动的情绪调节可能同时涉及两类调控机制, 

并可能存在尚未被发掘的协调或切换机制。最近

的一项外显情绪调节研究表明, 受控的情绪调节

首先激活 DLPFC 和 VLPFC, 然后由这两个脑区

调用 VMPFC, VMPFC 随后调节杏仁核和其他情

绪脑区的活动(He et al., 2023)。因此, 我们认为

VMPFC 可能是内隐情绪调节的关键脑区, 它通

过不同的认知过程和神经通路分别参与上述三

类内隐情绪调节和外显情绪调节。除了本节提及

的脑成像证据 , 还有神经调控证据也支持我们

的观点。 

4  内隐情绪调节的神经调控研究发现 

尽管脑成像研究深入阐明了内隐情绪调节所

伴随的脑神经网络的活动模式, 但如何揭示哪些

脑区在内隐情绪调节发挥了因果作用？如何在临

床中有效利用这些机制, 例如通过调控相关脑区

活动改善患者的情绪症状, 是亟需探索的方向。 

4.1  内隐情绪调节的因果脑区 

自动化内隐情绪调节领域：已有研究通过经

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

和 经 颅 直 流 电 刺 激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等无创神经调控技术考察了

VMPFC 在自动化内隐情绪调节中的核心作用。例

如, 有研究者联合使用 fMRI 和 tDCS, 发现激活

VMPFC 之后, tDCS 组在观看负性视频时的负性

情绪强度比 tDCS 对照组明显降低(Abend et al., 

2019)。类似的, 另一项研究用最后通牒游戏诱发

愤怒情绪, 发现激活 VMPFC后, 被试前脑岛等情

绪体验脑区的活动显著降低, 同时对不公平提议

的接受率升高 , 主观愤怒感和攻击行为减少

(Gilam et al., 2018)。同时, 采用阳极 tDCS 或高频

重复 TMS 激活 VMPFC, 能显著促进恐惧消退

(Lei et al., 2024; Marković et al., 2021)。例如, Van't 

Wout 等(2016, 2017)以及 Vicario 等(2020)采用阳

极 tDCS 激活 VMPFC, 在健康被试和 PTSD 患者

中均观察到恐惧消退的增强。Herrmann 等(2017)

对 VMPFC 施加高频重复 TMS (10 Hz)以激活该脑

区, 然后通过虚拟现实技术采用暴露疗法治疗恐

高症。结果发现, 与 TMS 对照组相比, TMS 组暴

露疗法的效果得到了显著提高。此外, 啮齿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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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研究同样表明, 激活 VMPFC 的功能同源区

域(亚区缘下皮层, infralimbic cortex)能促进恐惧

消退(Marković et al., 2021)。除了将 VMPFC 作为

内隐情绪调节的直接靶点, 也有研究尝试调控与

VMPFC 存在功能连接的外侧皮层区域, 从而在

VMPFC 产生基于连接的间接调控效果, 进而调

节杏仁核等的情绪反应。例如, Raij 等(2018)在条

件性恐惧消退期间, 使用 300 ms 在线 TMS (20 Hz)

激活左侧额叶皮层的特定区域, 后者在先前研究

中被证实与 VMPFC 存在显著功能连接, 结果发

现与对照组相比, TMS 组的恐惧消退效果增强。 

任务附加型内隐情绪调节领域：神经调控研

究发现, 即使无外显情绪调节目标, 认知控制脑

区的激活也能因果性提高情绪调节效果。例如 , 

Cao 等 (2018) 采用连续 theta 节律 (continuous 

theta-burst stimulation, cTBS)激活被试的右侧前

额叶皮层, 发现被试在情绪 Go/No-Go 任务中对

积极情绪面孔的 alpha 功率显著下降。由于 alpha

频段通常是皮层抑制的指标, 该结果表明被试的

积极情绪增强2。Bermpohl 等(2005, 2006)利用低

频重复性 TMS 抑制 DLPFC, 发现该操作干扰了

情绪 Go/No-Go 任务中的行为控制表现, 特别是

在情绪信息和任务目标需要快速切换的条件下更

为明显。近期, Lapate 等(2024)对外侧前额叶施加

cTBS, 抑制该脑区的认知控制功能, 发现任务附

加型内隐情绪调节的效果减弱, 负性情绪线索对

No-Go 任务的干扰显著增强。 

内隐目标驱动型情绪调节领域：神经调控研

究分别关注了自动化情绪调节脑区和认知控制脑

区。华艳等(2020)发现, 通过阴极 tDCS 抑制左侧

眶额叶后, 在点探测任务中, 由视觉掩蔽启动(启

动词呈现 20 ms)情绪控制, 内隐目标驱动引起的

后续注意回避效应显著减弱, 表明眶额叶对该过

程的注意分配有因果作用。另有研究利用 tDCS

激活 VMPFC, 发现句子整理任务启动的内隐重

评效应显著提高, 负性情绪反应明显下降(高可翔 

等, 2023; Gao et al., 2024)。类似的, Zhang, Chen 

等(2023)采用 tDCS激活右侧 DLPFC 与 VLPFC后, 

发现由词汇匹配任务诱发的内隐目标驱动型情绪

调节对负性情绪(主观评分和电生理指标)的调节

效果显著增强。 

                     

2 注：cTBS 通常抑制皮层, 但该研究解读为激活皮层。 

由已有的神经调控研究可知, VMPFC 至少是

两类内隐情绪调节的因果性脑区：在自动化内隐

调节中, 它可以下调杏仁核的情绪反应; 在内隐

目标驱动型调节中, VMPFC 兴奋性增强可显著提

升内隐重评的效果。尽管在任务附加型内隐调节

中, 尚无神经调控研究直接考察 VMPFC 的作用, 

但已有证据表明, 通过刺激外侧前额叶可通过功

能连接间接调控 VMPFC (Lynch et al., 2022; 

Oathes et al., 2021; Raij et al., 2018; Sydnor et al., 

2022), 且 VMPFC 在(同样高度依赖认知控制的)

外显情绪调节中也发挥重要作用(Diekhof et al., 

2011), 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 VMPFC 在

受控内隐情绪调节中的作用。 

4.2  神经调控技术面临的挑战 

尽管我们发现 VMPFC 对内隐情绪调节具有

核心作用, 但将 VMPFC 作为无创脑刺激的治疗

靶点却存在一定的解剖学和技术上的限制。首先

VMPFC 的解剖学位置为有效调控该脑区带来了

挑战(Lopez-Persem et al., 2019; Mackey & Petrides, 

2014)。VMPFC 位于大脑的较深处。由于脑组织

对电流的衰减效应, 无创脑刺激技术对该脑区的

调控效果总体来讲比较微弱(Drakaki et al., 2022; 

Saturnino et al., 2021)。同时由于施加无创脑刺激

时也很难避免对浅层的外侧脑区施加(甚至更强

的)电磁刺激, 因此也带来了脑区定位的聚焦性问

题, 降低了由实验发现推断 VMPFC 因果性的力

度。多通道的直流电刺激技术以及时域干涉技术

可能是一种有前途的方法。前者通过对每对电极

点通路上的电流强度进行分流, 提高了安全性的

同时还可以提高电刺激的聚焦性。例如前文提到

的 Zhang, Chen 等(2023), 即采用了多通道 tDCS

技术, 激活了右侧 DLPFC 与 VLPFC 区域, 发现

了内隐目标驱动型情绪调节效果的增强; 同时上

文提及的 Gao 等(2024)也使用聚焦优化的多通道

tDCS 激活了高特质焦虑个体的 VMPFC, 并提高

了内隐情绪调节效果。此外, Sergiou 等(2022)通过

使用小环形电极对 VMPFC 进行高精度 tDCS 激活, 

将阳极电极放置在 VMPFC 上, 5 个返回电极在周

围排列成一圈。结果发现该操作可以显著减少有

物质依赖的暴力罪犯的暴力行为。目前尚未发现

时域干涉技术在情绪调节研究中的应用。 

总的来说, 神经调控技术在内隐情绪调节的

干预研究中展现出可观的应用前景。但已有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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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控技术主要针对外侧前额叶等皮层表面区域

(Qiu et al., 2023)。未来的研究可以优化刺激深度

和靶向精度(除了电刺激, 超声刺激也是新兴的有

效技术), 进一步明确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

制, 并为临床实践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案。 

5  内隐情绪调节对治疗抑郁和焦虑的
启示 

抑郁和焦虑作为两种最常见的情绪障碍, 以

情绪调节异常为主要特征之一(Gross & Jazaieri, 

2014; Zilverstand et al., 2017)。抑郁症患者长期沉

浸在消极情绪中 , 表现出快感缺失(Joormann & 

Stanton, 2016; Liu & Thompson, 2017); 焦虑症患

者则长期处于高度的负性情绪唤醒状态 , 并表

现出对压力的过度敏感(Elwood et al., 2012)。抑

郁和焦虑症患者难以通过外显情绪调节 , 特别

是认知重评下调负性情绪体验(Heller et al., 2009; 

Urry et al., 2009)。造成这些患者外显情绪调节困难

的主要原因在于, 他们不但认知资源和执行控制功

能受到了损害, 而且他们的情绪调节神经环路受

损、情绪调节脑区功能连接异常(Park et al., 2019)。 

因此我们认为本文提出的三类内隐情绪调节

可能对抑郁和焦虑人群具有优势。首先, 自动化

的内隐调节过程不需要意识参与即可降低情绪反

应, 这对于缓解焦虑症患者的过度恐惧和过高生

理唤醒非常有利, 同样的, 此类自动化过程也可

在不占用前额叶认知资源的情况下缓解抑郁症患

者的消极情绪。其次, 任务附加型的内隐调节在

个体执行其他认知任务时附带发生, 这适合认知

资源受限、调节动机不足的抑郁个体调节情绪。

我们可以设计合理的任务情境, 间接激活情绪调

节网络, 实现在无意图条件下的情绪改善。最后, 

我们还可以通过无意识地激活积极的情绪调节目

标(例如潜移默化地启动“积极重评”), 使难以主

动执行的情绪调节策略以内隐的方式进行。 

5.1  内隐情绪调节对抑郁的启示 

抑郁症状(特别是持久的消极思维)会大量占

用认知资源, 削弱患者的执行功能、记忆和注意

力(Joormann & Quinn, 2014; Quinn et al., 2018; 

Rock et al., 2014; Snyder, 2013; Vilgis et al., 

2015)。抑郁症患者在外显下调负性情绪期间表现

出外侧前额叶激活不足 , 而杏仁核过度激活

(Joormann & Stanton, 2016; Liu & Thompson, 

2017)。外侧前额叶的激活降低提示认知控制能力

的缺陷, 杏仁核的过激活则反映了外显情绪调节

的失败(Zilverstand et al., 2017)。值得关注的是, 

有研究同时考察了抑郁症患者使用内隐和外显情

绪调节应对挫折情绪的效果, 发现相比于健康被

试, 患者使用外显认知重评(通过指导语要求被试

以更积极的角度解释当前情境)改善负性情绪的

能力显著降低 ; 而使用词汇匹配任务诱发患者

的内隐认知重评 , 该内隐目标驱动的情绪调节

效 果 则 与 健 康 被 试 无 明 显 差 异 (Yuan et al., 

2022)。因此, 内隐情绪调节为抑郁症的治疗提供

了新的思路：较少消耗认知控制资源和较少依赖

认知控制功能的内隐情绪调节类型(Mauss, et al., 

2007a; Yang et al., 2015; Yuan et al., 2019), 在认知

资源有限的抑郁患者中可能会发挥重要作用。 

5.2  内隐情绪调节对焦虑的启示 

焦虑个体长期的过度警觉会导致自上而下控

制能力的受损以及认知资源的不足。控制能力的

缺陷使得患者难以顺利实施诸如认知重评等耗费

认知资源的外显情绪调节(Calhoon & Tye, 2015; 

Ironside et al., 2019; Kenwood et al., 2022; 

Pruessner et al., 2020; Troy et al., 2018)。同时, 焦

虑障碍患者表现出与情绪反应有关的边缘系统过

度敏感和前额叶调控脑区功能减弱的双重特征

(Brandl et al., 2022; Brändle et al., 2020; Calhoon & 

Tye, 2015; Hiser & Koenigs, 2018)。高特质焦虑个

体在执行情绪 Go/No-go 任务时, 情绪状态难以迅

速恢复, 表明焦虑可能削弱了认知控制对情绪的

抑制和内隐性调节(Liu et al., 2018)。Wang 等(2021)

发现, 惊恐障碍患者在观看负性图片前, 如接受

积极暗示(植入内隐情绪调节的目标), 并不能像

健康对照组那样有效减弱主观负性情绪和杏仁核

活动 , 这种内隐情绪调节的失效与 DLPFC 和

VLPFC 激活不足呈正相关。同样地, 广泛性焦虑

患者在使用同样范式诱发的内隐目标追求过程中

也显示出眶额叶等前额叶的激活减弱(Wang et al., 

2024)。这些结果提示, 焦虑障碍影响了执行控制

脑区的正常运作, 使患者即便在内隐层面也难以

调节情绪反应。 

我们认为, 上述证据并不能否认内隐情绪调

节的价值, 而是强调了针对焦虑症的治疗应进一

步根据患者脑神经和功能的损伤探索和细化对

策。在大多数情况下, 焦虑症患者的内隐情绪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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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功能仍可发挥作用。例如, 通过内隐暴露逐渐

让患者无意识地接触恐惧刺激(例如在不触发强

烈主观恐惧的前提下呈现相关线索), 可以减少患

者的回避行为 , 达到类似脱敏暴露疗法的效果

(Oyarzún et al., 2019)。类似的, 上文提及的 Gao

等(2024)的研究发现 , 在通过句子整理任务启动

的内隐认知重评目标追求中 , 高特质焦虑个体

可以有效使用该内隐情绪调节方式降低负性情

绪, 且此过程较少依赖前额叶认知控制系统。因

此未来研究应关注不同焦虑症患者内隐情绪调

节功能受损的具体机制 , 并据此制定有针对性

的干预策略。 

综上所述, 内隐情绪调节因其低认知资源依

赖性和高度适应性, 在抑郁和焦虑等资源受限人

群的治疗中展现出了巨大潜力。一方面, 神经调

控 技 术 可 以 直 接 针 对 内 隐 调 节 的 关 键 脑 区

(VMPFC 等)进行靶向干预, 提高调控脑区对杏仁

核等情绪生成脑区的调节能力。另一方面, 我们

可以借助内隐训练范式, 内化情绪调节目标, 加

强患者的内隐调节技能(Hopp et al., 2011; Zhang, 

Li, et al., 2023)。可以预见, 随着对内隐情绪调节

机制及其临床应用的进一步探索, 以内隐情绪调

节为导向的干预策略将为抑郁和焦虑的临床治疗

提供全新的思路和契机。 

6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 内隐情绪调节作为情绪调节的重

要形式, 呈现出多样化的认知神经机制, 对抑郁

和焦虑等情绪障碍患者的治疗具有潜在的重要价

值。相较于具有明显调节意图和需要主动努力的

外显情绪调节, 内隐情绪调节具有更高的自动性

和更低的认知负荷。我们认为, 内隐情绪调节代

表了情绪系统的一种适应性优化, 体现出人类在

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自然而流畅的”情绪管理能力, 

即使在意识未介入的情况下, 情绪反应也能被适

当地调整, 从而避免了持续高强度认知控制的高

耗能, 随时维护机体的情绪稳定和功能效率。本

文的主要理论贡献是, 我们提出了内隐情绪调节

的三分类框架, 首次定义了内隐目标驱动的情绪

调节种类。这种内隐情绪调节方式对认知控制的

依赖更加灵活, 体现了情绪调节过程的动态调整

能力。需要指出的是, 内隐情绪调节也有局限性：

由于其过程缺乏意识参与, 个体难以主动察觉和

即时调整内隐过程, 当内隐调节机制本身出现缺

陷或偏差(例如消极偏向的自动思维)时, 纠正和

干预也相对困难。因此在使用或训练过程中, 我

们应权衡内隐情绪调节的优势和局限性, 并将其

视为对外显情绪调节的有益补充, 共同帮助我们

提高情绪调节能力、维持心理健康。 

未来, 内隐情绪调节领域还有若干值得深入

探讨的方向。首先, 理论层面还需进一步揭示情

绪调节在调节目标和执行过程两个维度上的动态

变化规律。例如, 控制其中一个维度不变, 改变另

一个维度, 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将会发生怎

样的变化？能否产生新的临床干预方法？同一维

度中极端的两类调节方式之间存在竞争还是协同

的关系？同一维度中, 不同类调节方式的切换是

如何发生的, 能否操纵？同一脑区在不同的情绪

调节类型中是否发挥相同的作用？例如, 在外显

受控和任务附带型内隐情绪调节中, 外侧前额叶

的作用是否相同？ 

其次, 鉴于内隐情绪调节过程快速且涉及多

脑区, 采用多模态脑成像手段将是重要方向。例

如, 可以结合 fMRI 与脑电同步记录, 以同时获得

高空间分辨率和高时间分辨率的数据, 从而动态

描绘内隐调节的神经机制。此外, 应更多地将神

经调控技术融入研究范式, 选择性改变特定脑区

的兴奋性(例如增强 VMPFC 或抑制 DLPFC 的活

动), 观察对内隐调节效果的影响, 可直接检验这

些区域在内隐情绪调节中的因果性作用。 

再者, 以发展的眼光探索内隐情绪调节的适

用范围。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健康成人, 而不同人

群和特殊群体的内隐情绪调节特征尚未明了。因

此, 未来应考虑在更广泛的人群中检验内隐情绪

调节的作用。例如, 在青少年群体中考察内隐调

节对青春期情绪波动的作用, 揭示不同发育阶段

的大脑如何运用内隐情绪调节改善情绪 ; 又如 , 

在老年群体中探讨内隐情绪调节是否可作为补偿

认知老化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帮助和引导老年

人维持积极情绪。 

最后, 针对临床群体开发更加简单易行、适

合不同患者的情绪调节治疗方案。未来可探索个

性化的神经调控治疗方案, 例如依据患者的脑成

像特征来定位并靶向调控特定脑区(例如针对低

VMPFC 功能的患者实施个性化脑调控以增强其

内隐情绪调节能力)。与此同时, 开发专门的内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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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调节训练范式也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如何通

过短期练习使某些情绪调节策略高效内化为自动

反应？同时, 临床研究还应关注本综述提及的抑

郁和焦虑之外的广泛群体 , 包括创伤后应激障

碍、双相情感障碍、自闭谱系障碍等, 探索患者

的内隐情绪调节功能是否存在特殊模式或缺陷 , 

并据此助力临床治疗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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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gnitive and neural mechanisms of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GAO Kexiang, TANG Yuyao, ZHANG Yueyao, ZHANG Dandan 
(Institute of Brain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China) 

Abstract: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modifying emotional responses without 

conscious monitoring or deliberate intention. Compared to ex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shows less dependence on the prefrontal executive control system. Building on existing 

dual-classification frameworks, this paper proposes a novel tripartite classification of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automatic, task-incidental, and implicit goal-driven regulation. Automatic implicit regulation, 

exemplified by fear extinction, relies on the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 directly modulating 

the amygdala. Task-incidental regulation occurs during tasks such as affect labeling and emotional Stroop, 

where lateral prefrontal regions incidentally regulate emotions through cognitive control systems during task 

execution. Implicit goal-driven regulation activates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goals through priming or 

implicit training, which can either utilize VMPFC for automatic regulation or recruit lateral prefrontal 

cognitive control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Neuromodulation studies confirm that VMPFC is a crucial causal 

region for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and enhancing its function shows promise for improving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capacity i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patients. The proposed tripartite framework highlights 

the diverse mechanisms of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extends the dynamic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 

regulation theory, and provides promising new avenues for clinical interventions in mood disorders. 

Keywords: emotion regulation,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depression, anxiety, neuromodulation 


